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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交流是一个社会化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在他们生活的环境里创造符号并赋予意义。而医生面对患者时的沟通能力一定程度

上决定了能否成功解决患者的健康问题。研究探讨了在面对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 Mitra Sejati 医院的多文化病人时，医生使用了怎样的沟通方式。

研究采用了民族志研究的定性方法。根据研究结果，医生和患者的跨文化交流过程最初是以语言和非语言交流的形式进行的。跨文化交流中出现

了语言、感知和文化障碍。医生能通过使用沟通技巧和病患成功沟通，比如记住并说出病人的名字，问候病人，和病人握手或接触，解释所采用

的治疗方式，和病人沟通病情，并给病人自述病情的机会，在与病人人际沟通时提出合适有效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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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人类是社会动物，在社会团体、社区和社会中作为个体生活并进

行活动。在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相互影响。因此，人类无法避免交

流的行为。交际是一种使用语言符号系统的人际互动，如语言“词”

系统、语言和非语言系统。该系统可以通过面对面或其他媒体（书面、

口头和视觉）进行社会活动。沟通的成败在于了解和研究沟通过程中

包含的要素。这些要素是来源、信息、渠道、接收者、影响和反馈。

这个沟通过程包括交换意见、提供信息、改变态度和行为（Jenicek，

2018）。在沟通的过程中也需要力求沟通的有效性。

跨文化交际可以理解为不同民族、种族、语言、社会、文化的人

之间的关系（Regar，2014）。由于大部分交流是口头的，所以想法更

直接，而让这样真实的交流更有意义。在交流中，有一些重要的因素

支撑着交际的成功，即语言。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Fauzia，

2015）。在一定条件下，语言可以影响和塑造社会的行为和态度，特

别是在思维方式、感知、视角和生活方式方面。属于一个社会的文化

系统反映在该语言中，是言语的特征。久而久之，语言的多样性会影

响他们的交流，尤其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不同语言之间的人际交流

（Venus等，2019）。

在 Mitra Sejati 医院，医生是在解决病人健康问题方面发挥重要作

用的医务人员。沟通是诊断、治疗和预防过程中的重要基础。在这过

程中，跨文化交流变得非常紧要。但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总是

和谐的。冲突、误解、沟通问题往往是由于不同文化、不同教育水平

导致的。

由于文化和语言差异，和在患者文化交流时，医生通常不理解患

者所传达的信息的含义，这个问题经常发生。医生缺乏正确的建议和

策略来与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患者沟通。医生使用的策略是解释和预

测病人对他们接受的态度。使用的参考之一是与患者年龄和教育以及

患者来自哪个地区相关的信息。在这个层面上，需要基于对跨文化交

流的理解来思考医患之间的交流策略或方法。目标是在医生和病人之

间建立沟通的共识，减少沟通中的不确定性。基于此，该问题的恰当

提法的是，在 Mitra Sejati 医院提供医疗服务过程中，怎样进行医生和

病患之间的交流？

2 文献回顾

2.1 文化身份

从英语单词的词源来看，identity 一词意思是：（1）关于同一事

物的条件或财富，一种彼此相似的情况；（2）存在于两个人或两个事

物之间的情况或事实；（3）描述两个人（个性）或两个群体或事物之

间相同的事物的条件或事实（Darmastuti，2013）。文化认同是人们在

社会生活中形成的对某种文化的归属感。这会影响每个人对社会成员

的自我认知。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他们如何表现和行为，强烈地受到

他们自己文化身份的影响（Slee & Skrzypiec，2016）。

确认身份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个人必须做出选择，那就是忠诚、

意识形态和职业。忠诚意味着对一群人和一套想法的承诺，意识形态

影响着对承诺的选择，而对职业的选择是一个人身份一致性和连续性

的组成部分（Deters，2011）。在实践中，文化认同的概念可以通过两

种方式使用：（1）在培训专业从业人员时，不仅将人们视为属于少数

民族，还关注其他方面，如年龄和性别，这使从业人员有可能意识到

他们对客户的文化预设；（2）在训练从业者在互动中意识到他们自己

的文化身份。就专业从业者而言，他们的专业身份是显而易见的利益

（Titley，2004）。

2.2符号互动论

符号互动主义是社会学中的一个运动，它关注的是社会中人们通

过对话的结构、意义和方式。根据 Littlejohn （2012），其基本原理总

结如下：

（1）人们根据自己的主观理解来做决定和行动。

（2）社会生活是由互动的过程组成的，而不是安排，它总是在变

化。

（3）人们通过在他们主要群体的符号中发现的意义来理解他们的

经历，语言是社会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4）世界是由具有明确社会名称和意义的社会对象组成的。

（5）人们的行动是基于他们的相互解释，其中对象和行动在所考

虑的情况下是相关的，并得到解释。

（6）自我是一个有意义的对象，像所有的社会对象一样，是通过

与他人的社会互动引入的。

符号互动论中的意义是在社会互动的语境中形成的，并由互动中

的人传递。一个人创造的意义不仅仅是手头意义的应用，因为这些观

点未能理解个人在涉及特定解释过程的行动中对意义的使用（Brake，

2019）。根据符号互动论，三个主要概念是基于社会行动，包括个人

最初身体运动的三部分关系，他人对运动的反应，以及后果。结果是，

这就是行动对于传播者的意义。重要的是与这三者都相关，而不仅仅

是这些。符号互动论包含三个主要原则，即意义、语言和思想（Griffin，

2003）。互动论中的意义象征可以在三个主要前提下集中理解，即：

（1）人们根据他们所拥有的东西的重要性来行动。

（2）意义产生于与他人的社会互动。

（3）意义是在社会互动过程中提炼出来的（Soeprapto，2002）。

2.3沟通策略

沟通策略是为实现目标而进行的沟通规划和管理的结合。为了实

现这一点，沟通策略必须能够展示一个行动应该如何在战术上进行。

与任何领域的任何沟通策略一样，沟通策略必须有理论支持，因为它

是基于过去经验的知识，并已被证明是正确的。对于一个可靠的沟通

策略，一切都必须与问题的答案相联系（Gorin，2014），比如谁（谁

是传播者）？说什么（正在使用哪条消息）？哪种语言环境（什么环



Medical Tribune 医学论坛 第 4卷第 1期 2022 年

境）？和谁沟通（谁参与其中）？效果如何（他期望的效果）？

沟通策略的目的是激励、教育、传播信息和支持决策（Naidoo &

Wills，2016）。根据 Liliweri（2011），影响沟通策略的因素有：

2.3.1确定沟通目标

在计划沟通之前，先了解沟通对象。在交流中需要考虑的是因素

参考系统，即由经验、教育、生活方式、生活水平、社会地位和其他

因素的结果形成的参考框架。第二个因素是传播者收到所传递信息时

的环境和条件，以及传播者收到信息时的身体和心理状况。

2.3.2媒体选择

有许多类型的媒体，如：书面或印刷媒体，图像，音频和视听。

为了实现传播目标，传播者可以根据所要达到的目标、所要传达的信

息和所使用的技术来选择合适的传播媒介。

2.3.3评估信息的目的

通信消息有特定的用途，通信消息由消息内容和符号组成。消息

主体的通信可以是独特的，但是所使用的符号可以是不同的，例如语

言、图像、颜色、手势等。交流中最常用的符号是语言，因为语言可

以表达思想、感情、事件和观点。

2.3.4沟通者在沟通中的角色

存在于传播者中的重要因素是来源的吸引力和来源的可靠性。如

果交流者相信交流者之间有相似之处，交流者愿意遵循交流者发出的

信息，沟通就会成功。

3 研究方法

本文采用民族志的定性研究方法。定性研究是在现实生活中的特

定背景下进行的研究，目的是调查和理解发生了什么、为什么发生以

及如何发生的现象（Fitrah和 Luthfiyah，2017）。而民族志是一项知识

工作，包括研究技术、民族志理论和对文化的不同描述（Spradley，

1997）。为本研究提供资源的人员是医务人员，包括 1名专科医生、2

名护士和 2 名患者。本研究的数据收集技术采用直接观察法和深度访

谈法。在这项研究中，作者直接观察了Mitra Sejati 医院，并深入采访

了关键人物，即医生和病人。

作者在本研究中使用的数据分析技术是由 Sugiyono（2012）提出

的定性数据分析。数据分析有四个步骤，即领域分析、分类、成分分

析、文化主题分析。首先进行领域分析，试图深入了解发生在 Mitra

Sejati 医院的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在分类分析阶段，从医患

沟通入手，重点分析了跨文化沟通。接着分析了不同文化、语言和教

育背景的医生和患者之间的跨文化交流，探索交流障碍。基于在多个

层面上进行的数据分析的结果，试图明确 Mitra Sejati 医院的医生和患

者之间的沟通策略。

4 结果和讨论

4.1医生是医疗服务的传播者

在 Mitra Sejati 医院，医生和病人之间的交流有语言交流和非语言

交流两种形式。医生和病人之间发生言语交流，从医生说你好，问候

以及检查病人的情况开始。跨文化交际活动中的言语交际有：用印尼

话穿插巴塔克语或卡罗语是打招呼，目标是与患者建立融洽的关系。

这一步是为了建立亲密关系，让病人感到舒适。Mitra Sejati 医院的医

生使用印度尼西亚语，这与（Hadi，2017年）的研究结果中所述的研

究结果相同，他指出，在不同文化间交流的人必须始终培养宽容的态

度和为他人着想的积极思维。

医生和患者之间的第二种交流形式是非语言交流。在医生和病人

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中，非语言交流被用来建立病人的信任，激励病人，

给予精神礼物，甚至作为一种奖励。反馈在交际行为中起着主要的作

用或影响，决定着一次交际的好坏（Subandi,1982）。

4.2医生和病人之间存在语言障碍

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对文化的负面反应和个人判断会造成交际

障碍。因此，了解其他文化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拥有的关于跨文化交

际的知识，以及有效利用跨文化交际的能力，这有助于弥合文化差异，

减少问题，并有助于建立更加和谐和富有成效的关系（Ridwan，2016）。

语言障碍，这是因为信息的发送者（发送者）和信息的接收者（接收

者）使用不同的语言或使用信息的接收者不理解的词语（Chaney和

Martin，2004）。因此，医务部医生在为病人服务的沟通中，信息发

送时感觉困难是因为大多数打电话的医生是移民而非本地居民。人们

通过属于他们主要群体的符号和作为社会生活重要组成部分的语言中

发现的意义来理解他们的经历（Littlejohn，2012）。根据这一理论，

语言是社会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包括医生和病人之间的跨文化

交流。当语言不能成为交流者和被交流者之间的联系媒介时，将会结

束正在进行的交流。

4.3感知障碍

感知障碍与听者动机水平（动机）有关。也就是说，接收信息的

听者没有接收信息的欲望或动机，成为交流障碍（Chaney，2004）。

意识是对物体、事件或关系的观察，目的是推断信息和解释信息

（Grace，2007）。在Mitra Sejati 医院，接受治疗的患者所采取的行动

与对医院、治疗和康复过程的理解和解释密不可分。他们的理解和解

释与他们的知识密切相关。个体行为是基于对情境中的对象和相关行

为的解释、思考和解释（Littlejohn，2012）。

由于不清楚含义，交流的其他参与者持有负面意见，感知上的差

异并不罕见。这种认知障碍归因于交流参与者的反应。本研究的结果

表明，在跨文化交际过程中，个人倾向于根据对话者的初步感知得出

结论，即他接受作为一种解释形式从媒体参与者之间的交流过程中获

得的信息（Putri，2014）。

4.4医生对患者的跨文化沟通策略

沟通的本质在于过程，即跨越时间和空间“帮助”信息发送者和

接收者之间关系的行动。当这个过程遇到瓶颈时就意味着失败

（Liliweri，2003），这也是在 Mitra Sejati 医院发生的情况。医生和病

人之间的跨文化交流如果出现中断，患者和护理人员之间的交流也不

会有效。因此，医生必须同意这是一种为病人指明道路的方式。因为

沟通本身就是以制造意义为目的的消息管理。医生用来改变病人对治

疗过程的看法的策略是教育病人，这种教育是最初在病人决定住院时

进行的。医生识别到患者存在的问题并当作行动指南以教育表现不佳

的患者，帮助其理解和意识到治愈过程，通过新思想的传递在更大范

围内改变人类行为（Cangara，2014）。

此外，Mitra Sejati 医院的医生还使用以下方式和病患沟通：

（1）记住并称呼患者。这是治疗中连接护士和患者的起点。除了

交流沟通，目的还在于减少执行医疗操作时的错误。

（2）问候。问候是一种尊重病人的方式。

（3）握手或接触。握手或接触至少做出一个意向表示出医护对病

人的关心。特别如果病人是个孩子，抚摸是非常必要的。

（4）解释采取的医疗措施。对每一项医疗行动提供解释目的是告

知病人，也为了征得病人的同意。在Mitra Sejati 医院，每个病人都有

权接受或拒绝任何医疗。

（5）病人自述。给病人自述病情的机会是为了使患者主动参与治

疗并提供他们当前状况信息。

（6）停顿片刻。安静可以让护士和病人组织他们的想法。当病人

必须做出决定时，这种短暂的沉默是非常有用的。

（7）提问问题。向患者提问并了解具体信息，提出的问题和正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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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的主题有关。

5 结论

医生和病人之间通过语言和非语言交流进行交流。交流言语包括

问好，询问病人的情况，询问病人在家的活动。在进行保健程序时，

医生使用印度尼西亚语，病人使用巴塔克语和卡罗语。在Mitra Sejati

医院，医生和患者之间的非语言交流，即微笑（面部表情）、身体动

作（手势）和身体接触，如触摸患者的前额和轻拍患者的肩膀。Mitra

Sejati 医院存在跨文化交流障碍、语言障碍和认知障碍。在与患者的人

际交流中，Mitra Sejati 医院的医生使用一些技巧，如识别和呼唤患者

的名字、问候、握手或触摸、解释所采取的医疗措施，通过给患者自

述其病情的机会，暂停片刻并询问相关问题以沟通了解患者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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